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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高质量

发展与机制化建设∗

李向阳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建设步入新阶段之后，高质量发展正在成为其主要目

标，但学术界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却存在不同的看法。 作者首先假定“一带一

路”是一种发展导向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进而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可持续

性，而实现可持续性的基本路径在于机制化。 “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决定了在其起

步阶段不以设置规则为门槛，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机遇，但这

并不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不需要规则和机制化。 机制化建设是“一带一路”框架下

深化合作的内在要求，是应对外部挑战的必然选择，是对接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前提

条件。 但这种机制化建设不可能复制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化建设的模式，而是需

要遵循共商、渐进与义利观原则。 以此为前提，“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可

持续发展的合作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与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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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５ 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经过夯

基垒台、立柱架梁的 ５ 年，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

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①换言之，共建“一带一路”下一阶段的目标就是高质量发展。

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路径选择将决定“一带一路”的成败。 本文首先通过梳理官方

与学术界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解读，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可持续性；其次，基于对

“一带一路”基本属性所做出的假定，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是机制化；再次，对

“一带一路”第一阶段的机制化缺位做出解释，同时从内生发展动力、应对外部挑战与

实现对接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新阶段机制化建设的必要性；复次，鉴于“一带一路”既不

同于现行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也不同于现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其机制化建设必

然要服从新的指导原则；最后，对“一带一路”机制化的建设方向做出具体分析。

一　 “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对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解读主要来自两个领域：一是

以主管部门的官员（或前政府官员）为代表的官方解读；二是学术界的解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做了如下

表述：坚持“三共”“五通”的原则，遵循市场导向和国际惯例，发挥企业主体和政府引

导作用，促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具体地说：一是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二

是扎实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三是持续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四是大力拓展第三方市场合

作；五是不断充实合作内容。②

曾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的范恒山把“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概括

为：应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更加重视与相关国家发展战略和基本利益的对接；

彰显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加重视推动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和公

平公正的治理体系；在增进参与国人民的直接利益上下功夫，更加重视增强普通人群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把提升质量放到突出位置，更加重视提升各类投资项目的质量与

效果；加强大势研判和重点因素分析，更加重视强化安全保障和风险防范应对；提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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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联动效应，更加重视与中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协同对接。①

代表中国政府主管“一带一路”事务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司长肖渭明对

“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做了更具体的概括：一是把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落

到实处，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二是把开放、绿色、廉洁理念落到实处，共建充满生机、
风清气正的丝绸之路；三是把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落到实处，让“一带一

路”建设成果惠及合作各方。②

相比之下，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解读较少。 一种代表性

的解读是把“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归结为可持续性，具体包括三点：一是

发展愿景的高质量。 推动“一带一路”的愿景已由起初的打造“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提

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平台”。 二是合作路径的高质量。 既要推进海陆空网

的“硬联通”，又要加强各个层面的战略对接。 三是指建设方式的高质量。 不仅要从

宏大的框架结构向企业、规则、人才和文化等微观领域聚焦，而且在共建过程中强调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可持续等理念，致力于实现多方利益的最大化。③

尽管官方与学界对“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存在不同的表述，但其共

性是可持续性。 在笔者看来，这种可持续性具有双重含义：对中国的可持续性与对相

关国家的可持续性。 对中国而言，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可持续性首先意味着要

符合自身利益诉求。 尽管“一带一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但如果不能满足自身的发

展目标，它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其次，可持续性意味着中国的目标要和自身的实力相

匹配，避免战略透支风险。 最后，可持续性意味着“一带一路”要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这不仅需要相关国家接受，还需要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因此必

须奉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对相关国家而言，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时要确保这些国

家的债务可持续性、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最重要的是要惠及民生、

使民众具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④

二　 “一带一路”的属性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一带一路”的属性、目标、定位和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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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因此对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在这里，我们将从“一带

一路”基本属性的不同表述入手讨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第一，倡议或理念说。 代表性的观点是把“一带一路”建设看成包容性全球化的

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内涵，向世界展示了全新的合作理

念和合作模式。 其精髓是“丝路精神”与全球化的有机结合，其内涵是包容性全球

化。 “一带一路”与包容性全球化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包容性全球化 ＝ “一带一路” ＋

全球化。①

第二，功能说。 早期的一种观点把丝绸之路经济带界定为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

上形成的当代经贸合作升级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②

另一种观点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与相关国家基于特定地缘空间环境开展的功能

性合作，遵循功能性逻辑。③

第三，机制说。 有观点把“一带一路”界定为一种新型区域合作机制，除了需要按

照通行的路径推进治理外，还应充分考虑“一带一路”建设所涉阶段的复杂性及国家

的差异性，承继中国与亚洲国家以关系治理为主的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创

新和发展，形成一种融入中国与亚洲元素的治理新模式。④ 还有观点强调“一带一路”

的本质是经济一体化，即“一带一路”是以古丝绸之路为文化纽带，以亚欧非地区的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重点，并依托中国作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一体化工程。⑤

基于对“一带一路”的不同定义，逻辑上我们可以推论出高质量发展的不同路径

选择主要包括三点：一是不需要走向机制化。 如果只是纯粹的倡议或理念，“一带一

路”本身是不需要机制化的，但它有可能与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区域合作机制以及民

族国家政府的某些倡议对接，比如与包容性全球化理念对接、与欧盟的“容克计划”对

接、与有关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等。 二是迈向多边主义的机制化。 无论是功能说还是

机制说，都有可能推出多边主义机制化的结论，具体取决于对“一带一路”的边界如何

确定。 三是迈向区域主义的机制化。 机制化又面临两种选择：复制现有区域经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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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模式与构建新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 然而，“一带一路”的这些定义或属性判断

存在一个共同的难题，即缺少对“一带一路”治理结构的描述，这也是为什么学术界对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存在分歧的根源。

本文所基于的是“一带一路”的下述定义：以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

制，即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正确义

利观为建设原则、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① 按照逻辑学的定义规则，这一定

义有以下特征：第一，“一带一路”的“属概念”是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而非多边经济合

作机制。 在这里，笔者没有使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属概念”，原因是它具有明确的

界定；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一种类型，像次区域合作就不属于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类型，但属于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一种类型。 第二，“一带一

路”的“种差”是发展导向。 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都是以规则

为导向的。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一带一路”称为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第三，“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具体表现在它的联系纽带、基础、合作机制特征、建设原

则与目标上。

根据“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在其第一阶段不能以设置规则门槛为前提，这是区

别于规则导向的必然要求。 不以规则为门槛体现了它的开放性特征，为众多发展中国

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创造了条件。 而根据“一带一路”的区域经

济合作机制定位，它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机制化。 这种机制化体现了区域主义而非

多边主义特征。 如果是后者，“一带一路”的机制化将面临两条出路：要么在现行多边

贸易机制———如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之外另起炉灶，构建一套全新的规则体系；

要么在现行多边贸易机制框架下制定新规则。 同时，这种机制化不应复制现行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机制化模式。

三　 机制化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推动“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取决于三类因素：深化合作的内生机制、应对外部挑

战的防范机制以及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对接机制。

（一）机制化是“一带一路”深化合作的内在要求

以基础设施为主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第一阶段的核心内容，但总体来看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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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互通还停留在“硬联通”的层面，如铁路、公路、港口与管道等。 这显然不是互联互

通的全部。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互联互通是一条规则之路，多一些协调合作，少一

些规则障碍，我们的物流就会更畅通，交往就会更便捷”。① 以“硬联通”为基础构建以

规则和机制为主体的“软联通”是互联互通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世界银行对此做了

一系列研究，其研究对象涵盖了“一带一路”所涉及的 ７１ 个重点国家（具体包括东

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东非与北非、欧洲与大洋洲），关注的领域包括以交通

运输线为核心的互联互通对贸易、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

上增加了贸易便利化、物流基础设施、政府采购、债务可持续性之后对贸易、经济增

长和社会福利所产生的影响。 其基本结论有三点：其一，“一带一路”的“硬联通”会

大幅降低沿线国家的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预期降低幅度分别为 １． ７％—３．２％和

１．５％—２．８％。 其二，在以交通运输线为核心的互联互通基础上增加通关程序改进

（ｂｏｒｄ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和关税改进（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会对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大

幅促进。 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促进幅度分别为 ５．０８ 倍和 ３．６７

倍。 其三，相关国家参与“一带一路”获益的规模取决于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贸易

便利化水平（具体指标包括食品安全、生物安全与动物检疫、移民、知识产权保护、保

护供应链免受恐怖主义危害的国家安全、安全标准以及税收征收）、物流基础设施发

展水平、投资保护水平、政府采购规则等。 在这些领域，相关国家的发展水平存在巨

大差异。②

由此可以看出，以基础设施为主的“硬联通”对“一带一路”固然重要，但倘若没有

后续的“软联通”跟进，其收益将会大打折扣。 换言之，“软联通”带来的收益要远大于

单纯“硬联通”带来的收益。 同时，无论是“硬联通”还是“软联通”都具有强大的外部

性，这种外部性既为参与国带来了贸易投资与福利收益，也为参与国分摊成本带来了

挑战。 在一国国内由于民族国家政府的干预，这种外部性并不会成为“硬联通”（表现

为跨地区的交通运输线）与“软联通”（表现为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障碍，但在国际

范围内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协调就会成为一种障碍。 在这一意义上同样需要机制化

的安排。

“一带一路”建设第一阶段的另一个重点是经济走廊，陆路丝绸之路就是由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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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５３—５７ 页。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ｄｅ Ｓｏｙｒｅｓ， ｅｔ ａｌ．，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８６１４， ２０１８；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ｄｅ Ｓｏｙｒｅｓ，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
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８８１０，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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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走廊构成的，它们的建设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带一路”的成败。 需要说

明的是，经济走廊这一载体并非“一带一路”所独创，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区域内的

不同国家之间，经济走廊建设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其他国家的实践证明经济走廊

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四个步骤：一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体构建狭义经济走廊；二是

通过城镇化、更新城乡基础设施、促进工业发展、改善中小企业投资环境与增加旅游基

础设施投资等方式实现所谓的“地区发展计划”，拓宽经济走廊；三是以贸易便利化为

核心，促进跨境商品、服务和人员的流动；四是协调不同国家区域发展的计划与政策，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跨境经济走廊。 前两个步骤的重点限于国内区域发展，后两个步骤

的重点则是跨境或国家间的协调。 从中可以看出，以基础设施为主体的运输通道只是

其组成部分之一，而且只是起步阶段的工作。 同时，现有经济走廊的发展经验证明，单

纯的运输通道并不能发挥经济走廊的功能，只有在此基础上构建促进贸易投资便利

化、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以及跨国政策协调的机制，它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① 目前，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大多数经济走廊建设还停留在运输通道阶段，未来的发展同样

需要机制化建设。

（二）机制化是“一带一路”应对外部挑战的必然要求

“一带一路”在第一阶段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参与的同时，也面临不断增加

的外部挑战。 这些挑战既有来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误解猜疑，又有来自某些区

域外国家的抹黑；既有来自某些“一带一路”国家的道德风险行为，又有某些区域外大

国的战略对冲。 能否成功应对这些挑战事关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 当

然，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机制化建设不可或缺。 在这里，我们仅就应对

区域外大国的战略对冲与机制化的关系进行简单分析。

美国政府针对“一带一路”正在形成明确的战略对冲方案，突出表现为“印太战

略”。 “印太战略”在地缘上不仅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体高度重叠，而且涵盖陆路丝

绸之路中的多数经济走廊区域（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

经济走廊以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更重要的是，“印太战略”将以机制化

为基础。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印太战略报告》，标志着“印太战略”正式形成。

这份报告一开始就引用时任美国代理国防部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

Ｓｈａｎａｈａｎ）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４ 日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所做证词中的一段话：印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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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ｒａｄｅｅｐ 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Ｄ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２５８， ２０１１．



作为我们的主战场，在这里通过进一步加强多年的同盟体系、培育日益增长的伙伴关

系，我们将会构建多个带、多条路。 这种“带”和“路”的比喻昭示了特朗普政府对“一
带一路”不言自明的担忧和敌视。 对于印太地区“一带一路”的进展，报告一方面要求

中国尊重东道国的主权和法律，运用负责任的融资机制，以透明和经济上可持续的方

式经营；另一方面，又提出对中国投资所引发的“债务陷阱”与“损害东道国主权风险”
表示严重关切。①

为了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２０１８ 年 ７ 月美国启动了“基础设施交

易与援助网络（ＩＴＡＮ）”，其目标是通过优化开发融资和援助工具促进美国私人部门投

资，同时强化伙伴国的项目评估过程以及监管和采购环境。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美国参议院

通过了《更好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ＢＵＩＬＤ Ａｃｔ），随后经特朗普签署生效。 该法案将

海外私人投资公司（ＯＰＩＣ）与美国国际开发署（ＵＳＡＩＤ）的开发金融公司（ＤＣＡ）合并成

一个新机构———国际开发金融公司（ＩＤＦＣ）。 这提高了美国在海外向大型基础设施项

目提供融资尤其是在非洲向开发性项目提供融资的能力。
作为“印太战略”的组成部分，美国还致力于在印太地区建立同盟体系。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重启四方安全对话。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美日澳三国通过

印太地区基础设施项目协定，该协定被看成是对中国在这一地区不断上升影响力的反

制。② 未来美国的“印太战略”还有可能把日本、印度所倡导的亚非增长走廊作为区域

经济合作平台纳入进来。
除此之外，近年来未参与“一带一路”的区域外大国也在纷纷构建和强化区域经

济一体化机制，比如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在生效

后还将致力于扩容，印度致力于把业已存在的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经济合作计划

（ＢＩＭＳＴＥＣ）倡议升级为自由贸易区。 这些举措客观上正在对“一带一路”形成对冲。③

面对这些挑战，“一带一路”的出路只能是推进机制化。
（三）机制化是“一带一路”对接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

“对接”是“一带一路”宣传和研究中的一个高频词汇，如“一带一路”与多边贸易

体制和多边金融体制对接，与现有各种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接，与沿途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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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２０１９．

Ｊａｓｏｎ Ｓｃｏｔｔ， “Ｕ．Ｓ．⁃Ｌｅ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ｉｄ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Ｊｕｌｙ ３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ｑｕｉｎ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ｕ－ｓ－ｌｅｄ－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ｕｎｄ－ｔｏ－ｃｏｕｎｔ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访问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

李向阳：《大国的区域合作倡议与“一带一路”的发展方向》，载《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９—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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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战略对接等。 在一定程度上，对接已成为“一带一路”合法性的前提条件之一：
能否成功对接决定了它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关系。 然而，学术界在大量使用这一概

念的同时，却很少关注对接的可行性、对接的方式及对接的后果，因为它们涉及一个共

同的问题，即何谓“一带一路”的治理结构。①

如果接受“理念或倡议说”，“一带一路”难以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下的任何一种

组织形式对接，原因是它们都是以规则为导向的机制化安排，只是机制化的程度有高

低之分。 理论上，可能的对接方式是“一带一路”与某一国际组织的倡议或理念进行

对接，如联合国的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 现实中，我们已经遇到了类似的难

题。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简称“一带”“一盟”）的对接中，中俄官方对

其表现出高度的热情，但双方学界却在质疑这种对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普遍观点是

“一带”“一盟”是不同性质的项目：“一带”是倡议，“一盟”是一体化国际组织。 从机

制来看，“一盟”是典型的国际组织，具有国际机制的特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硬机

制”；“一带”则既不是国际组织，也不是实体，而是具有中国国别性质的、具有一定灵

活性的“软机制”。② 当然，理论上还有一种对接情形：单方面接受对方（某一区域经济

一体化组织）的规则。 近年来，欧盟提出“一带一路”可以与它对接，但要按照欧盟的

规则推进，这就会演变成“欧盟点菜，中国买单”的结局。 在这种意义上，机制化是“一
带一路”对接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

四　 “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的原则

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以规则为导向，其奉行的原则是事实上的大国主导、有条

件的开放性与规则优先。③ 而发展导向决定了“一带一路”的机制化建设不会复制现

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 依照此前我们对“一带一路”基本属性的界定，其未来的

机制化应奉行下述原则。④

（一）共商或民主原则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国际社会的“合唱”，规则制定遵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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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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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阳：《对“一带一路”的研究现状评估》，载《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第 ２７—３７ 页。
焦一强：《由认知分歧到合作共识：中俄“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研究》，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５１—８５ 页。
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一带一路”之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第 ２９—

４３ 页。
李向阳：《大国的区域合作倡议与“一带一路”的发展方向》，载《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９—

１３ 页。



商或民主原则是必然要求。 所谓民主原则，是指“一带一路”的规则要由参与者共同

制定，从而体现平等与自愿的特征。 其一，“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是多元化的，既有

具备国际条约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性质，又有属于非约束性的次区域合作和经济走廊

合作的特点。 究竟选择哪种合作机制必须要尊重双方的意愿。 其二，由于相关国家经

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存在差异，它们参与“一带一路”的程度和

范围各不相同。 有些国家只是希望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弥补国内基础设施的短板；

有些则完全不具备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希望通过参与“一带一路”获得经济发展的

机遇；还有些国家基于自身的考虑，暂时不加入“一带一路”，而选择“第三方合作”或

其他务实合作的方式。 因此，未来的机制化建设需要充分考虑到相关国家这种差异

性，尊重它们的合作意愿。 如果一些国家受制于能力或意愿，只参与“一带一路”某些

领域的合作，那么它们在机制化建设中就不需要履行其他领域规则的责任。 这样做的

目的既为相关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提供了保障，又兼顾了机制化

建设中的灵活性。 比如，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

为推进“一带一路”融资体系建设，在中方倡议和推动下，中国财政部与 ２６ 国财政部

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作为“一带一路”的

倡导者，中国在机制化建设中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

（二）渐进性原则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济合作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其机制化建设也只能是

渐进的。 其一，“一带一路”的目标具有渐进性特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终极

目标，但在起步阶段与某一国家之间的合作可能只是表现为互联互通目标，甚至是

推动互联互通的一条公路、一条铁路或一个港口的建设。 正是由于起步阶段的目标

较低，“一带一路”才不需要设置规则门槛。 其二，“一带一路”的边界理论上应该是

不断变化的。 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一带一路”必须涵盖世界上所

有国家，属于一种多边经济合作机制。 然而在起步阶段，从可行性的角度出发，“一

带一路”只能是一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即便在这种前提下，规则的覆盖范围也不

可能延伸到所有相关国家。 比如，六大经济走廊都有各自的合作目标与建设路径，

短期内不可能制定适用于全部经济走廊的统一规则。 其三，作为“一带一路”的主要

载体，经济走廊建设本身也具有渐进性特征。 如上所述，经济走廊建设从低级到高

级、从国内到国际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初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以基础

设施为主的交通走廊，逐渐扩展到经济走廊的拓宽，如引入贸易便利化，最终要协调

不同国家区域发展的计划与政策。 此外，作为“一带一路”的另一个载体，区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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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与价值链的构建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伴随区域供应链与价值链的升级，对规则

质量或约束力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从中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的渐进性

具体表现为：规则所涵盖的成员不断增加、规则所涵盖的领域不断扩展和规则的约

束力不断增强。
（三）义利观原则

义利观决定了“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模式。 其核心

要义是把国家层面的目标（“义”）与企业层面的目标（“利”）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判定

“一带一路”是否成功的标准。 政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企业是“一
带一路”建设的主体和实施者，因此设计一套机制引导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前提

下服务于“义”的目标可以说是政府最主要也是最艰巨的任务。① 在这种机制设计的

背后实际上是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这种机制化安

排不仅要涉及国内的税收机制、融资机制等，而且要涉及国际合作机制，如促使企业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机制、引导企业选择合作伙伴和投资方向的机制等。 没有这种机制

化的安排，“一带一路”就无法落实义利观的要求。 在这种意义上，“一带一路”需要探

索出一条新型的机制化建设道路。

五　 “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的方向

“一带一路”的机制化建设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供复制，因此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

践中都将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同时，机制化建设是一项涉及众多领域的系统工

程，在这里我们将按照上文的逻辑聚焦于机制化建设的三个领域：合作机制、利益分配

机制与支持体系。 三者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反映了“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未

来的发展方向。
（一）“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

作为一种发展导向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者至少包括

政府与企业两大类的六个主体：中国政府与中资企业、东道国政府与东道国企业、第三

方国家政府与第三方国家企业。 除此之外，还有形式多样的非政府组织。 这些参与主

体之间理论上存在十余种合作机制，而且每一种参与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因

此，构建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机制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在这方面，至少有四条路

径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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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平台推动国家层面合作机制化的建设。

任何多边或区域经济合作都需要首先在国家层面展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为此迈出了第一步。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现行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还远不是国家

层面的机制化安排：一方面，论坛本身没有固定的参与者，也没有一个类似秘书处的协

调机构，因此它既不同于二十国集团（Ｇ２０）、七国集团 （Ｇ７）、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ＡＰＥＣ）、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或准国际组织，也不同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另一方面，迄今为止论坛还没有固定和明确的议题，显然难以适应“一带一路”合作深

化的要求。 为此，学术界已经提出了把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机制化或实体化的建议。①

具体地说，论坛的功能定位主要有三点：一是将其打造成全球经济治理“中国轨”的核

心枢纽；二是将其打造成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平台；三是将其打造成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载体。 为实现上述目标，一要凝练论坛核心价值，大力弘扬

命运共同体理念；二要创新合作模式，着力打造“官方＋民间＋国际”三轨；三要拓展论

坛合作内容，设立“一带一路”博览会；四要完善论坛合作机制，有步骤地将论坛打造

成实体性国际组织。

诚然，这些建议对于推动论坛机制化非常有指导意义，但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

机制化建设的经验与“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来看，推动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机制化现

阶段至少需要解决动力与方向两个关键问题。 其一，要改变“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

“供给过度”格局。② 只有从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参与者才有足够的动力接受

机制化安排。 无论是多边贸易机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是像金砖合作机制、亚太经

济合作组织这样的准国际经济组织，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它们都处于卖方市场

的地位。 反之，机制化合作将无从谈起。 当然，改变“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供给过

度”格局并非要设置进入门槛，而是要体现权利和义务相匹配的理念。 同时，接受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化的国家不会是同步的，因此机制化过程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 其二，作为“一带一路”迈向机制化的突破口，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定位、目标要

与“一带一路”的定位、目标相吻合，特别是必须区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中国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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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吴涧生、杨生湧、苑生龙：《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机制化实体化发展》，载《中国发展观察》，
２０１８ 年第 Ｚ２ 期，第 ５６—５９ 页。

在有些地区或领域，可能会存在合作机制的供给过度与供给不足并存的局面。 比如，在中南半岛地区，
除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亚洲开发银行发起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ＧＭＳ）之外，还有东盟主导的“东盟—湄公

河流域开发合作”以及“黄金四角经济合作区”等。 这本身已经构成了供给过度格局，如果把中国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倡导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澜湄合作）机制再加进来，供给过度会更严重。 同时，由于这些机制相互竞

争和缺乏协调，又导致了区域合作机制的供给不足现象。 参见盛玉雪、王玉主：《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推进机

制：需求、供给及选择》，载《学术探索》，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４５—５０ 页。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标与沿线国家的目标。 换言之，论坛（不管随未来机制化建设其名称叫什么）的定位

和目标要符合最大公约数或利益交集的原则，否则其机制化建设将难以取得突破。

第二，推动以“软法”为代表的合作机制向以“硬法”为核心的合作机制转变。 软

法这一概念来自国际法学，是与传统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硬法相对而言的。

它是指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须依靠国家强制保障实施但却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

法律规范，具有制定主体多元、形式多样、欠缺国家强制力、依赖主体的自愿参与和共

识产生约束力等特征。 与非正式制度相比，软法也属于法的范畴，具备法律规范所具

有的必要要素。 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为例，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三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除

了签署《中俄蒙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关于编制建设中俄蒙经济走廊规划纲要

的谅解备忘录》《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之外，还围绕边境口岸发展、特定商

品海关监管结果互认、旅游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合作领域签署了一系列协议。 这些协议

在国际法意义上都属于软法的范畴。① 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与相关国家签署的绝大

多数“一带一路”合作协议都属于软法的范畴。② 这种软法合作一方面体现了“一带一

路”合作机制多元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从软法合作到硬法合作也是一个不断积累的

过程。

第三，以自由贸易区网络为基础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的机制化。 “一带一路”不

以建立一个统一的自由贸易区为目标，但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却有助于实现其合作的

机制化。 自由贸易区协定属于硬法的范畴，同时反映了国家层面在经济领域合作的意

愿，在硬法基础上推进机制化更具有可行性。 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为例，鉴于双

方已经签署了双边自贸区协定，未来就有可能把“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澜湄合作、中

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国与某一东盟国家签署的经济走廊纳入进来。 理论上，自

由贸易区网络有助于实现贸易畅通，但也有可能导致“意大利面条碗”效应，“一带一

路”的机制化建设将有助于避免这一结果。

第四，以区域供应链或价值链为载体推动市场驱动型的机制化建设。 区域供应链

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伴随合作的深化，消除供应链壁垒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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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龙长海：《信任困局的破解路径：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非正式制度供给与软法合作》，载《求是学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９０—１０２ 页。

中国官方界定参加“一带一路”国家数量时所使用的标准也属于软法的范畴。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底，中国

已经同 １３８ 个国家和 ３０ 个国际组织签署 ２００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些合作文件的名称表述有以下类

型：合作协议、合作文件、合作协定、合作议定书、相关文件、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合作备忘录、合作谅解备忘录、政
府间合作备忘录和联合声明等。 尽管官方对这些表述的区别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但作为合作文件它们无疑

都属于软法范畴。



但这需要国家层面的合作。① 同时，构建区域供应链需要在企业研发、生产、市场营销

和中介服务等各个环节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产品标准、产业标准、安全标准及质量标

准等。 此外，与区域价值链相关的规则和标准未来还有可能成为“一带一路”与其他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接的主要领域。 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提出，亚洲和欧洲分

属两种不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前者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ｏｐｅｎ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后者奉行封闭的区域主义（ｃｌｏｓ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但面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瘫痪与特朗普

政府的反全球化冲击，未来双方需要在“ＷＴＯ 附加领域（ＷＴＯ＋ｉｓｓｕｅ，即与区域价值链

相关的规则和标准）”开展合作。②

（二）“一带一路”利益分配机制的发展方向

义利观是指导“一带一路”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则。 秉承正确的义利观需要协调政

府与企业的关系、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予和取的关系以及宏观目标与微观目

标的关系。 要协调好这些关系，中国不仅需要在国内层面构建符合义利观要求的体制

机制，还需要在国际层面开展机制化的合作。 在国内层面，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政府构

建引导企业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是“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利益分配机制的核心。 比

如，促使企业在海外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经济走廊为载体，构建具有正外部性的合作

机制；构建合理的企业投资合作机制，消除道德风险；引导企业投资在产业层面进行合

理布局，为实现正外部性创造外部环境等。③ 在这里，本文仅就如何在国际层面构建

与完善新型对外发展援助模式进行详细探讨。

对外援助是秉承正确义利观的一个重要途径。 按照义利观的要求，多予少取属于

合作让利，只予不取实际上是对外援助。 因此，“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对外经济合作可

以划分为三种形态：（１）予取相等意味着按照市场原则分配利益，理论上双方的利益

分配比例是 ５０ ∶ ５０；（２）多予少取意味着中方要把一部分利益让渡给合作者，利益分

配比例从 ４９ ∶ ５１ 到 １ ∶ ９９ 之间；（３）只予不取意味着把所有利益都让渡给对方，利益分

配比例是０ ∶ １００。第一种形态是正常的商业合作模式，第三种形态是对外援助模式，第

二种形态则是一种特殊的合作模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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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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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显示，消除全球范围内供应链壁垒的收益是消除关税壁垒收益的六倍以上。 参见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Ｂａｉ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ｄｓ．，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Ｖａｌｕ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３．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ＷＥＦ＿ＳＣＴ＿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３．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５ 日。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ｏｍｆｒｅ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ｓｉａ，” ＡＤＢ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１０６３， ２０１９．

李向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义利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第 ４—１４ 页。
理论上，选择对东道国具有正外部性的产业或投资项目也是一种让利行为。 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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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的对外援助模式始于 １９９５ 年的对外援助框架全面改革，从此前单一的

对外援助转变为“经贸大战略”，即把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经济合作结合起来，

运用国内外资金、资源和市场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这种模式一方面适应了中国与

受援国的实际需求，但同时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诸多质疑，其中包括：中国对外援助注

重双边而非多边机制；中国对外援助的主体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发展援助（ＯＤＡ），

而是按优惠贷款利率提供的出口信贷；中国对外援助对当地经济发展没有达到预期的

作用；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等。① 对此，中国学术界的回应主要有三种：一是

强调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二是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干预他国内政；三是中国

最终要统一到多边援助模式上。

本文认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以义利观为指导原则，继承和借鉴现有的对

外援助模式，中国完全有可能构建一种新型的对外发展援助模式，从而成为中国特

色经济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种对外发展援助模式的核心是把援助与发展有机

结合起来，体现了多予少取和只予不取的理念，即“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第二种合作

形态与第三种合作形态相结合。 “一带一路”的基础是经济合作，按照国际经济学

的基本原理，合作必须遵循优势互补原则。 同时，“一带一路”的基本特征又是发展

导向。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而言，优势互补原则并不适用，

原因是这些国家并不具有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比较优势。 因此，与这些国家的合

作就需要“输血”与“造血”并举。 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对外援助与创造新

的比较优势，而且对外援助的最终目标是要创造新的比较优势。 在这种意义上，援

助本身就具有了发展的功能。 因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既要利用现有的比较优

势，又要为一些国家创造新的比较优势。② 这是“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要求，也是义

利观的具体体现。 将对外援助与发展相结合显然有别于现行西方国家主导的对外援

助模式。

这种对外发展援助模式首先应该继承“经贸大战略”的综合性理念，把对外援助

与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结合起来，避免对外援助等同于“输血”的传统做法。 同时，它

又不应是简单地照搬“经贸大战略”，因为这一模式突出了中国与受援国的共同发

展。 其次，这种模式应该借鉴现行国际援助模式中捐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合作，但

并非要对援助设置政治条件或干预受援国的内政。 实践证明，没有受援国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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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忠祥：《中国对外援助为什么会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１７９—１８４ 页。

李向阳：《构建“一带一路”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载《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５４—６３ 页。



上的配合（包括改革），对外援助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把援助与发展结合起来对

同受援国政府间的合作而言就显得尤为必要。 最后，这种模式有助于回应来自国际

社会的质疑和批评。 比如，把援助与发展结合起来，质疑中国对外援助的主体不是

严格意义上的官方发展援助就不再是一个问题。 再比如，由于对外援助的最终目标

是为了帮助受援国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质疑中国对外援助注重双边机制也不再

成立。

（三）“一带一路”支持体系的发展方向

“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全方位的支持体系，同时该体系也是政府引导企

业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 鉴于“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和义利观原则，中

国不可能照搬现行国际经济合作的支持体系。 为保证“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不

仅需要构建相应的国内支持体系，如融资体系、税收体系、资本流动监管体系和法律服

务体系等，而且需要构建相应的中外政府间合作支持体系，如贸易便利化机制、跨国融

资机制、跨国税收机制、陆路或海上运输安全保护机制、投资保障机制、争端解决机制、

安全保障机制、企业社会责任跨国协调机制和人员跨国流动机制等。 在这里，笔者仅

就支持体系中的一些代表性领域进行分析。

第一，投资保障机制。 企业“走出去”是“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基础，因此围绕

“走出去”的投资保障机制建设是可持续发展支持体系的优先领域。 国际投资保障机

制主要体现为民族国家之间的双边协定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的投资保护协定。

当前，全球共有 ３３００ 多个投资协定，但在全球层面却没有统一的投资协定。 与此同

时，伴随反全球化与保护主义的兴起，对投资的限制越来越多。

如何构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投资保障机制？ ２０１６ 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

会通过的《Ｇ２０ 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 （下文简称《指导原则》）提供了一条可行路

径。 这是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填补了国际投资领域的空白。 其核心内容为九

项原则：反对投资保护主义，倡导投资开放；非歧视；投资保护；透明度；可持续发展；政

府对投资的监管权；投资促进及便利化；企业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国际合作。 这九项

原则涵盖了国际投资机制的所有核心要素，为建立面向未来的全球投资机制框架奠定

了重要的基础。①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指导原则》本身还只是成员国的共识，不具

有强制性，距离全球投资规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种背景下，把这些原则共识引

入“一带一路”建设领域并率先形成区域性规则将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其中，《中欧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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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詹晓宁：《全球投资治理新路径———解读“Ｇ２０ 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 年

第 １０ 期，第 ４—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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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投资协定》可能是一个突破口：一方面，欧盟总体上是全球化的维护者，对《指导原

则》有较高的认同度；另一方面，欧盟是未来“一带一路”的主要合作伙伴，达成《中欧

双边投资协定》有助于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推广。

第二，投融资机制。 投融资机制是政府利用市场手段引导企业服务于国家战略目

标的主要途径，是秉承正确义利观的主要手段。 无论是促使企业多予少取还是树立好

名声、好口碑都离不开投融资机制，但现行的投融资机制并不能完全适应“一带一路”

发展的要求。 中国金融 ４０ 人论坛在 ２０１９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提出，影响“一带一路”

投融资的因素都在规则层面，并且存在内部的逻辑关系，即现行信贷规则、投资保障和

纠纷解决、风险评估和预警、债务违约和救助机制、投融资反腐败和商业贿赂、投融资

信息透明和人民币国际化。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又面临着“三不行”的难题：

一是仅靠中国方案不行；二是完全利用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也不行；三是采取现有拖

延做法更不可行。 在采用何种规则或标准问题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既不采用

国际规则，自己短期内也创设不出更好的、被外部认可的规则，客观上形成了一种

“拖”的策略，这显然也不是真正的出路。①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与相关国家着手构建适应“一带一路”的投融资机制。

其中，最重要的进展是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包括中

国在内的 ２７ 个国家共同核准的《“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它呼吁相关国家政府、

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行动，本着“平等参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推动建设长

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融资体系。 尽管《“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还不是正

式的国际协议，但它为“一带一路”框架下融资机制化指明了方向。 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指出，在各方努力下，多

元、包容、可持续的“一带一路”融资体系初步建立。 其中，多元是创新融资模式，实现

多渠道资金汇集；包容是凝聚各方共识，实现发展红利共享；可持续是倡导绿色理念，

防范债务风险，实现健康和谐发展。 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融资安排是共建“一带一路”

的一项长期任务。 未来中国政府将与世界银行共同研究“一带一路”项目的环境和社

会标准，充分发挥中方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８ 家多边开发机构共同设立的多边

开发融资合作中心的作用，支持高质量项目准备和能力建设，鼓励各方将遵循国际通

行规则、适应发展中国家实际需要与遵循市场规律三者有机结合，把高质量、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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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肖钢：《制度型开放：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新体系》，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可负担和可持续等原则贯彻到“一带一路”融资实践中。①

第三，债务可持续性保障机制。 债务可持续性与投融资机制密切相关，既涉及对

债权的保障，也涉及对债务的保障。 目前，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所谓“债务陷阱”的

质疑也集中在这一领域。 通过机制化建设保障债务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可持续

性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财政部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发布

《“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下文简称《分析框架》）。② 《分析框架》是在

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 （ ＬＩＣ⁃

ＤＳＦ）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国家实际情况制定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工具，旨在

支持“一带一路” 国家在确保债务可持续性的同时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分析框架》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适用于“一带一路”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可持续

性评估。 二是作为非强制性政策工具，它鼓励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金

融机构、国际机构利用本框架对低收入国家进行债务可持续性分析评估，参考评

估结果，对其债务风险进行分类管理，并作为贷款决策的重要参考。 《分析框架》

的发布既彰显了中国在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上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也体现了中国对

“一带一路”低收入国家实际国情和发展需求的重视，有助于提高“一带一路”参

与各方投融资决策的科学性，加强有关国家的债务管理能力，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

第四，税收机制。 税收机制对企业海外投资行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

一方面来自国内税收体制的改革，如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正式生效的《减税与就业法

案》中，特朗普政府对海外盈利征税由全球征税原则变为属地原则，其目的之一就是

要推动美国海外资金回流，促进美国再工业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这种影响来自国际

税收机制的合作，比如通过避免双重征税为企业对外投资创造条件。③

为促进“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国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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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财政部：“一带一路”融资体系初步建立》，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ｅ． ｃｎ ／ ｂａｎｋ１２ ／ ｓｃｒｏｌｌ ／ ２０１９０４ ／ ２６ ／ ｔ２０１９０４２６＿
３１９４６０６７．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 ／
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０４ ／ Ｐ０２０１９０４２６４１２３７１０３２８１６．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

有观点认为避税是全球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 ２０１９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哥本哈根大学

围绕对外直接投资（ＦＤＩ）与税收机制的关系做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全球 ＦＤＩ 存量中有近 ４０％的部分属于“虚
幻”资本（ｐｈａｎｔｏ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目的只是为了避税而非进行真实的生产活动，其总额可达 １５ 万亿美元。 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ａｎｄｂｕ，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ｉｒｄ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Ｄｏｄｇｉｎｇ Ｔａｘ，”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９，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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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了《“走出去”税收指引》，并于 ２０１９ 年做了进一步的修订，①从适用主体、政策

（协定）规定、适用条件和政策依据可以看出中国税法为促进企业“走出去”所做出

的改革。 同时，中国政府的税务主管机构还在积极推进国际税收机制的合作。 截

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中国已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１０７ 个税收协定。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４—１６ 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今努尔苏丹），５０ 多个国家、地区和国

际组织的税务官员一致通过了《阿斯塔纳“一带一路”税收合作倡议》，同意构建

“一带一路”国家税收合作长效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各国税务部门在依法治税、

提升税收争端解决效率与提高纳税服务水平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第一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在浙江乌镇召开，其间 ３４ 个国家和地区的税

务部门共同签署了《“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正式建立了“一带一

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 论坛参与方共同发布了《乌镇声明》 及《乌镇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第五，争端解决机制。 伴随“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化，争端解决机制是一项不可或

缺的机制化安排。 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影响最大的当属 ＷＴＯ 的争端解决机制。

但众所周知，目前由于特朗普政府的阻挠，ＷＴＯ 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陷入瘫痪状态。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争端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除了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外，在多边层面还存在另一个争端解决机制，即国际

投资争端中心（ＩＣＳＩＤ）。② 虽然中国在 １９９０ 年签署了《华盛顿公约》，并于 １９９３ 年

正式参加了 ＩＣＳＩＤ，但因在批准文件中坚持“绝对豁免”立场，中国很难依靠 ＩＣＳＩＤ

来保护海外投资企业的权益，更谈不上依靠它来解决“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投资争

端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建设进程。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中国官方正式发布了《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

构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③ 《意见》指出，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

制和机构应该遵守以下原则：一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保持开放包容心态，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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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走出去”税收指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ｔａｘ． ｇｏｖ． ｃｎ ／ ｎ８１０２１９ ／ ｎ８１０７４４ ／
ｎ１６７１１７６ ／ ｎ２８８４６０９ ／ ｃ２８８４６４６ ／ ５１１６２５７ ／ ｆｉｌｅｓ ／ ｄ０５ｂ２ｂｂ２ｂｆ１９４１ｄ０ｂ６ｂｆ２２６ｅｃｄｃｂｄｃ３ｅ． ｄｏｃｘ，访问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
在多边层面还有一个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能源争端解决机制（ＥＣＴ）。 该机制由 １９９８ 年正式生效的《国

际能源宪章条约》所确定，包括了国际能源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一系列原则。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ＥＣＴ 正式成员有 ５４
个。 由于中国不是该条约的缔约国（２００１ 年成为观察国），本文没有对其做专门分析。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０６ ／ 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０１６５７．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导“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精通国际法并熟练掌握本国法的专家积极参与，尊重当事

人选择国内外法律专家解决纠纷的权利，使“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凸显

国际化特征、体现共商共建共享精神。 二是坚持公正高效便利的原则。 研究借鉴现行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有益做法，设立符合“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国情特点并被广泛

接受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新机制和机构，公正高效便利地解决“一带一路”建设过程

中产生的跨境商事纠纷。 三是坚持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尊重“一带一路”建设

参与国当事人协议选择纠纷解决方式、协议选择其熟悉的本国法或第三国法律的权

利，积极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四是坚持纠纷解

决方式多元化原则。 充分考虑“一带一路”建设参与主体的多样性、纠纷类型的复杂

性以及各国立法、司法、法治文化的差异性，积极培育并完善诉讼、仲裁、调解有机衔接

的争端解决服务保障机制，切实满足中外当事人多元化纠纷解决需求。 《意见》还指

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广东省深圳市设立“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在陕西省西安市设立

“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受理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案件。

总体来看，现有机制虽然能够为“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提供一定的法律服

务，但由于它们自身的缺陷和适用时存在障碍，难以满足“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

解决的需求。 比如，在受案范围方面，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只能解决国家间的投资争

端，而且这种争端局限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方面；ＩＣＳＩＤ 处理的争端同样有

限，此类争端只能是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争端，它对于投资者之间、东道国和母国

之间的争端没有管辖权。 再比如，在程序设置方面，ＩＣＳＩＤ 的程序采用“一裁终裁”

制，缺乏上诉程序，客观上难以保障公正性和裁决质量；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也有类似

的难题，其最后一道防线是交叉报复，即采用报复手段确保裁决的执行，这显然是不

利于弱国的。①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责任编辑：郭　 枭）

·０７·

　 “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与机制化建设


① 张丽娜：《 “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完善研究》 ，载《法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第 ３２—
４２ 页。


